
　 　 　 区域开发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7 卷第 5 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27
 

No. 5
 

021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jg. 2020. 04. 005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阳银娟,郭爱芳,张宏. 研发伙伴类型、独占性机制与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实证研究[ J] .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1(5):87-98.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jg. 2020. 04. 005.

Citation
 

Format:
 

YANG
 

Yinjuan,
 

GUO
 

Aifang,ZHANG
 

Hong.
 

Empirical
 

research
 

on
 

R&D
 

partner
 

type,
 

appropriability
 

mechanism
 

and
 

radical
 

innovation[J] .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1(5):87-98.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jg. 2020. 04. 0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后发企业的实际独占性机制以及开放度的耦合关系研究” ( 7170217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基于科学 / 经验学习双重嵌入的我国制造企业技术能力跃迁路径研究” (7120213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多维技术搜寻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升级路径研究” (17YJA630023);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企业多维技术搜寻与自

主创新能力构建:形成及演进机制研究”( LY18G0200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研究”

(15BSH107);浙江理工大学“ 青年创新专项” 项目 “ 企业社会责任双元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市场竞争的视角”

(2019Q095)

作者简介:阳银娟,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ail:yangyinjuan86@ 163. com。

研发伙伴类型、独占性机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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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聚焦于“企业如何借助外部研发伙伴力量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这一研究问题,以中国

241 家制造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探索了不同类型的研发伙伴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以及正式独

占性机制和非正式独占性机制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企业与高校、研究院所等科学型研发伙伴的合作

互动强度越高,对企业的突破性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强;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等价值链研发伙伴的合作互

动对突破性创新也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非正式独占性机制正向调节外部研发伙伴与企业突破性创

新的关系,这说明企业从合作创新中受益的程度取决于自身采取的创新独占性机制的类型和强弱。
关键词:研发伙伴类型;开放式创新;正式独占性机制;非正式独占性机制;突破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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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突破性创新主要依靠新颖、有创意的新产品或新技术,开发新市场并吸引新用户[1] 。 相比渐进性

创新而言,突破性创新更能激发组织的创新活力,对企业的绩效影响更大[2] ,在动荡复杂商业环境下,
突破性创新能够创造并维持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3] 。 由于突破性创新聚焦于全新业务的开发和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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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开拓,其对企业知识存量和知识流量的管理也与渐进性创新有所不同。 随着科技进步和技术创

新加速,企业面临的商业环境也更加严苛,企业通过内部有限的知识存量已难以胜出。 因此,通过柔性

合作打破组织边界、获取外部知识资源成为众多制造型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的关键路径。 开放式创新

下的“泛在创新网络”为企业突破性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源[4] ,但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失去技术或

知识控制权的风险[5] 。 Enkel 等指出合作创新中“失去控制”以及“知识流失”是创新过程中两个主要

风险[6] 。 Oakey 对小型高技术企业的研究结果也指出对技术的保密性和内部知识产权的贬值顾虑是

企业对于外部合作迟疑不决的主要原因[7] 。 企业如何借助外部研发伙伴获取创新资源,开展突破性创

新,并获取创新利益是众多企业思考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拓展的问题。

二、理论与假设

(一)外部研发伙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尽管已有研究强调了外部合作伙伴在开放式创新中的作用,但是针对不同类型研发伙伴对企

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研究缺乏统一的认识。 从外部知识性质看,Bodas
 

Freitas 等认为企业与供应

商、用户的合作能够有助于开发企业已有的知识存量,企业与高校、研究院所的合作则有利于企业

自身知识边界的探索和拓展[8] 。 从互动方式而言,企业与供应商、用户的合作主要基于实施、利用、
互动的 DUI(doing,

 

using,
 

interacting)的模式,是对经验和诀窍进行获取 / 生产、转移和整合应用的

一系列过程,用来寻找遇到的商业问题的解决方案[9] 。 而企业与高校、研究院所的合作更多的是基

于科学、技术、创新的 STI(Sci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模式,企业通过获取、转移并应用高校、研
究院所的前沿技术和知识,从而助推根本性技术变革以及产品、服务创新[10] 。 从创新过程看,企业

与高校、研究院所的合作主要涉及新技术的发明展示,以及新知识的创造转移,处于创新过程的上

游;而企业与供应商、用户的合作主要与产品开发和市场应用相关,与创新过程下游密切相关。 结

合知识特性、互动模式、创新过程三个维度,本研究将高校、研究院所等定义为科学型研发伙伴,而
将客户、供应商等研发伙伴界定为价值链研发伙伴。

1. 科学型研发伙伴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与高校进行合作互动不仅有利于企业接触到行业内前沿的技术研究成

果[11] ,而且有利于企业打破现有的组织惯性和商业路径,开展新兴的探索型业务[12] 。 德国企业的

新产品研发业绩的 40%是与科研机构合作的结果[13] 。 对于重大型的创新产品开发而言,高校与科

研机构提供了重大产品创新的创意源泉,企业与之深度合作能够促进企业的突破性创新[14] 。 企业

通过与高校、研究院所的项目合作以及实验室的小规模测试,能够有效降低新业务探索和研发成

本[15] ,从而有利于企业的突破性创新。 同时,企业与高校、研究院所进行合作有利于企业寻找并引

进相关领域的技术专家和人才,进而降低企业的创新搜索成本[15] 。 此外,Bodas
 

Freitas 等指出处于

高技术新兴产业的产学合作更能有效刺激创新绩效[8] 。 Van
 

Beers 和 Zand 的研究结论则认为企业

与科学型研发伙伴的深度合作能够为企业增加知识流入和管理经验,并进一步促进企业突破性创

新绩效[16] 。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与高校、研究院所等科学型研发伙伴的深度合作互动有利于企业的突破性创新。
2. 价值链研发伙伴

Tsai 等以机械电子制造型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企业与供应商的合作深度与企业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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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正相关,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受到企业内部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的影响[17] 。 丰田企业通过

与众多外部供应商形成的互惠共享的知识分享网络,不仅为供应商提供免费的技术指导和支持,而
且还为供应商提供进入丰田内部操作系统和知识库的权限。 但一旦供应商同意加入丰田的生产网

络,供应商也必须同意开放其内部的工厂给其他供应商参观学习。 丰田企业通过各个供应商组成

的互惠型高效知识分享网络,不仅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知识流动频率,而且还提升了企业的新产品开

发效率[18] 。 Fitjar 和 Rodríguez-Pose 研究表明企业过程创新绩效的提升取决于企业与客户和供应

商的合作互动[10] 。 从知识的探索和开发视角看,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的深度合作互动有助于企业在

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及时获取市场信息,并更好地平衡市场开发和新兴技术探索之间的关系[19] 。
此外,企业与供应商、客户的合作强度越大,对市场需求变化、行业技术变革、产品流程创新的理解

也会越深刻,从而有利于企业的突破性创新绩效的提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等价值链研发伙伴的深度合作互动有利于企业的突破性创新。
(二)调节效应

1. 正式独占性机制

随着宏观商业环境的变化,学者们发现创新独占性不仅是外生产业环境的后果,同时也是企业

可通过自身的商业行为和战略活动塑造和改变的内生变量[20-21] 。 Pisano[21] 、闫春和蔡宁[22] 等通过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通过改变战略布局可以重塑独占性机制。 通常独占性机制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两

类,正式独占性机制主要包含知识产权如专利、商标等,以及契约、劳工法案,而非正式独占性机制

主要有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实际的技术知识隐藏手段[23] 。
Chesbrough 指出企业在与外部合作创新过程中,通常会涉及研发成果的共享和利益分享,企业

在与外部高校、科研机构合作过程时,双方会就研发内容以及研发成果签订合作协议以及框架,运
用专利、版权、技术许可等正式独占性机制来保护自身的创新利益[24] 。 Hagedoorn

 

和 Ridder 的研究

结果表明合作过程中运用专利、版权、技术许可等正式独占性机制能够提高企业对合作研发的投资

意愿,并保证合作双方的利益受到保护,有利于提升企业与高校、研究院所的合作创新绩效[25] 。
Alexy 和 Henkel 认为正式独占性机制如专利的使用有利于企业向外部创新主体展示自身的研发实

力,从而增加合作过程中的谈判力[26] 。 Laursen 和
 

Salter 也认为企业运用正式独占性机制能够向外

界表明企业自身拥有或有能力开发出有价值的技术,从而促进合作创新[27] 。 正式独占性机制对内

部技术知识的保护不仅能够减少外部合作伙伴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而且能够保证参与合作

的主体得到相应的合作创新利益[28] 。 通过正式独占性机制,企业可以选择性地披露、分享其技术知

识和诀窍给外部合作伙伴如高校、研究院等,而且还有利于企业增强不受法律保护的共享知识产权

风险防范意识[25] 。 再者,企业在开放式创新实践中与外部合作伙伴如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高校

以及研究院所形成的知识交流网络越复杂,那么企业越迫切需要增强对知识网络中知识流的管

控[29] 。 Paasi 等的研究表明,在企业与外部客户、供应商合作过程中,正式独占性机制如专利、版权

等方式能够较好保护企业的核心技术或知识不被滥用,并提高合作创新的效果[30] 。 此外,企业在与

高校、研究院所等科学型研发伙伴合作的过程中,正式性独占性机制有利于合作过程中隐性知识编

码和显性化,有利于知识的交流以及转移[31-32] ,进而强化科学型研发伙伴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积极

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a:正式独占性机制正向调节外部科学型研发伙伴与企业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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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b:正式独占性机制正向调节外部价值链研发伙伴与企业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
2. 非正式独占性机制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在开展突破性创新过程中更倾向于运用非正式独占性机制如互补资产、行
业秘密等来保护核心技术[33-34] 。 Zaby 的研究指出,相对竞争对手而言,那些拥有技术领先优势的企

业运用非正式独占机制能有效降低知识泄露的风险[35] 。 在与不同类型的外部研发伙伴通过研发合

作进行根本性创新时,会涉及大量隐性、非编码的早期知识的探索和开发利用,非正式独占性机制

能够更好地保护这些早期知识不被泄露[33] 。 在越南、印度、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也更偏向

于采用非法律手段来保护技术研发成果[36-37] 。 魏江等的研究结果表明非法律的知识保护策略对于

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更为有效[38] 。 Zhao
 [39]和 Keupp 等[40]一致认为在新兴经济体国家里,非正式独占

性机制对企业创新利益的保护更有优势,其中内部人力资源管理、外部客户关系维护是较为有效的

非正式独占性机制。 此外,企业在与外部研发伙伴如供应商、客户、高校、研究机构合作互动进行突

破性创新时,企业并不愿意将所有的内部隐性知识都显露出来[27] ,而运用行业秘密、领先时间、产品

复杂程度等非正式独占性机制,企业能够更好地保护这些隐性知识不被模仿或解构[41] 。 Manzini 和
Lazzarotti 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在合作研发的创意形成、产品开发以及商业化阶段等不同阶段,企业

利用保密协议、员工协议、文件管理等方式有利于企业提升合作创新的绩效[31] 。 Agostini 等认为当

企业拥有较强的互补性资产时,在与外部合作伙伴合作过程中,企业凭借互补性资产如生产制造能

力、市场专有资产等提高了进入壁垒,可以降低道德风险,并阻止合作伙伴非法侵占创新收益,从而

增强外部研发伙伴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促进效果[42] 。 综上所述,企业非正式独占性机制能增强外

部研发伙伴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 因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设。
 

H4a:非正式独占性机制正向调节外部科学型研发伙伴与企业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
H4b:非正式独占性机制正向调节外部价值链研发伙伴与企业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为有创新研发活动的中国制造型企业。 本研究的问卷数据来源于 3 个途

径:(1)通过个人关系委托江苏苏州、浙江杭州、上海、北京等地区的经济开发区负责分管企业的经

信局进行问卷发放,首先通过经信局数据获取当地企业家的联系方式,通过各地经信局领导的引荐

介绍,对企业家进行走访访谈,并请求其帮忙现场填写问卷,发放问卷 95 份,回收 90 份,有效问卷为

82 份,问卷的有效率为 86. 32%;(2)通过清华大学管理者培训班级,如 MBA、EMBA 班等,向管理人

员发放问卷一共 210 份,其中回收 189 份,有效问卷数量为 159 份。 问卷的回收有效率为 75. 71%。
因此,利用两种途径回收到的实际有效问卷为 241 份。 研究涉及的样本企业的数据特征如表 1
所示。

(二)变量测度

1. 与科学型研发伙伴的合作互动强度

遵循 Steema 和 Corley[43] 、Faems 等[44] 、Nieto 和 Santamaría[45]的研究,本研究用企业是否采用项

目研发合作、股权深度合作与高校、研究院所建立合作伙伴等 6 个题项来测量企业与科学型研发伙

伴的合作互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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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特征分布情况

特征 分类 样本量 占比 特征 分类 样本量 占比

企业规模

填写人年龄

填写人性别

填写人受教育程度

<500 人 101 41. 90%
500~ 2

 

500 人 72 29. 88%
>2

 

500 人 68 28. 22%
30 岁以下 41 17. 01%
30~ 40 岁 92 38. 17%
40 岁以上 108 44. 81%

男 129 53. 53%
女 112 46. 47%

专科及以下 67 27. 80%
本科学历 104 43. 15%

研究生程度 70 29. 04%

年限

行业

样本量

≤5 20 8. 29%
6~ 10 81 33. 61%
11~ 20 82 34. 02%

>20 58 24. 06%
电子信息 25 10. 38%
工程机械 53 21. 99%
专用设备 37 15. 35%
金属制品 41 17. 01%

交通运输设备 42 17. 43%
其他 43 17. 84%
241 累计% 100%

　 　 2. 与价值链研发伙伴的合作互动强度

针对企业与价值链研发伙伴的合作互动强度,借鉴 Foss 等[46] 、Zeng 等[47] 的研究,形成“企业在

战略上注重与客户的合作与交流互动”“企业与客户在研发、制造、营销、管理过程中有互动合作”等

6 个度量题项。 构念的选项用 7 分 Likert 量表策略,1 表示程度很低,4 表示中等,7 表示合作互动程

度很高。
3. 正式独占性机制

通常正式独占性机制包括企业采用专利、版权、设计权来保护企业的无形资产,本研究主要参

考并借鉴 Neuhäusler[29] 、Zobel 等[32]对正式独占性机制的度量选项。
4. 非正式独占性机制

非正式性独占性机制通常包括技术保密、领先时间、产品复杂性等,借鉴 Neuhäusler[29] 、Zobel
等[32]的研究,我们采用 5 个题项对非正式独占性机制进行度量。

5. 突破性创新

借鉴学者 Atuahene-Gima[48] 、Zhou 和 Li[49] 的研究,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度量企业的突破性创

新:(1)我们企业经常在市场中推出与现有产品完全不同的产品;(2)与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相比,
我们企业在过去三年时间里推出了更多突破性创新的产品;(3)过去三年中,突破性产品的销售额

占总销售额的比例(少于 1%,1% ~ 5%,6% ~ 10%,11% ~ 15%,16% ~ 20%,21% ~ 25%,大于 25%)。
6. 控制变量

通常大企业拥有的资源更多,因此可以同时开展多个技术合作项目,因此企业规模大小会影响

企业的合作创新绩效[50] 。 Hall 等的研究表明,研发密集型的企业更广泛地采用独占性机制来保护

内部技术知识[51] ,因此,我们将研发强度作为控制变量之一。 此外,企业所在行业和成立年限也会

影响企业的合作创新[32] ,因此,本文选取企业大小、研发强度、行业和成立年限作为控制变量,其中

企业大小用企业员工数量的自然对数来代表,研发强度用企业历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表

示,成立年限用企业经营年限的长度来代表。
(三)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来检验各构念测量项目的内部一致性。 通过分析发现,企业与

科学型研发伙伴合作强度,企业与价值链合作伙伴合作强度,以及正式独占性、非正式独占性、突破

性创新 5 个构念的 Cronbach’s
 

α
 

系数最小的为 0. 811(见表 2),说明各个构念的内部一致性良好。
如表 2 的探索型因子分析所示,所有测度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荷载值均大于 0. 65,

 

同时潜变量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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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研发伙伴的合作强度、与价值链型研发伙伴的合作强度、正式独占性机制、非正式独占性机制、突
破性创新等变量的平均提炼变差最小为 0. 770,均大于 0. 5,因而各个构念的聚合效度良好。

表 2　 探索性因子分析及 α 系数

构念 测度题项 标准化因子
荷载值 AVE Cronbach’s

 

α

与科学型研发
伙伴的合作
强度

本企业与高校、研究院所有研发项目方面的合作 0. 842

本企业与高校、研究院所通过股权合作的方式成立
了子公司

 0. 831

本企业与高校、研究院所共建联合实验室 0. 816

本企业聘请高校、研究院所的专家参与指导技术以
及新产品研发

 0. 810

本企业与高校、研究院所合作共同申报纵向课题承
担科技项目 0. 789

本企业邀请高校、研究院所的专家来企业授课培训 0. 811

0. 769 0. 867

与价值链研发
伙伴的合作
强度

本企业在整体战略上注重与客户的合作与交流互动
 

0. 882

本企业与客户在研发、制造、营销、管理过程中有互
动合作

 0. 821

本企业在实际管理行为中注重与客户的沟通以及
联系

 0. 813

本企业在整体战略上注重与供应商的合作与交流
互动

 0. 870

本企业与供应商经常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 0. 829

本企业与供应商在研发、制造、生产过程中有合作
行为 0. 801

0. 771 0. 825

正式独占性
机制

公司多大比例的创新申请了产品专利保护 0. 882
公司多大比例的创新登记了正式的著作权保护创新 0. 821
公司多大比例的内外部资料上会出现公司的商标 0. 813
面临专利权被侵权时,公司是否都会积极应对 0. 870
面临商标权被侵权时,公司是否都会积极应对 0. 829

0. 770 0. 871

非正式独占性
机制

针对技术保密资料设有员工查阅权限限制 0. 801

企业采用技术手段(如封闭电脑 USB 接口、内网外网
断开、某些工作只能在公司统一平台上完成、设置访
问密码等)对核心技术知识进行保密

0. 816

企业通过与顾客的积极沟通与客户建立深度互信关系 0. 823

企业运用领先优势进行产品创新的保护 0. 872

企业拥有新产品技术研发的互补技术开发能力 0. 811

0. 820 0. 881

突破性创新

我们企业经常在市场中推出与现有产品完全不同的
产品

 0. 802

与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相比,我们企业在过去三年
时间里推出了更多突破性创新的产品

 0. 863

过去三年中,突破性产品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
(少于 1%,1% ~ 5%,6% ~ 10%,11% ~ 15%,16% ~ 20%,
21%~25%,大于 25%)

0. 811

0. 809 0.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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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检验

(一)相关性分析

针对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如表 3 所示,企业与科学型研发伙伴和合

作强度,企业与价值链研发伙伴合作强度,以及正式独占性机制、非正式独占性机制与突破性创新

之间具有正向且显著的相关关系,这初步验证了本文的预期假设。 然后,本文将采用多元回归分析

对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精确的验证。
表 3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系数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 企业规模 6. 701 1. 452 6. 701

2. 成立年限 4. 092 1. 243 4. 092 1. 000

3. 行业类型 4. 092 1. 243 4. 092 0. 032 1. 000

4. 研发强度 0. 180 1. 090 0. 180 0. 112∗ 0. 013 1. 000

5. 正式独占性机制 3. 872 1. 230 3. 872 0. 020 0. 052 0. 021 1. 000

6. 非正式独占性机制 4. 991 1. 342 4. 991 0. 048 0. 008 0. 021 0. 011 1. 000

7. 科学型研发伙伴 4. 201 0. 906 4. 201 0. 201∗∗ 0. 128∗ 0. 023 0. 061 0. 021 1. 000

8. 价值链研发伙伴 4. 018 1. 231 4. 018 0. 053 0. 076 0. 016 0. 106∗ 0. 040 0. 036 1. 000

9. 突破性创新 3. 789 1. 251 3. 789 0. 078 0. 210∗∗ 0. 032 0. 245∗∗ 0. 102∗ 0. 118∗ 0. 217∗∗ 1. 000

　 　 注:∗∗表示 p ﹤ 0. 01;∗表示 p ﹤ 0. 05。

(二)回归分析

本研究运用层次回归分析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通过逐一加入本研究的控制变量、调节变量、
自变量、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实证检验企业的外部研发伙伴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以
及正式独占性机制和非正式独占性机制对上述变量关系的调节作用(如表 4 所示)。

模型 1 是将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年限、行业类型、研发强度以及调节变量正式独占性机制、
非正式独占性机制加入的模型。 模型 2 和模型 3 则是分别加入自变量企业与科学型研发伙伴的合

作强度、企业与价值链研发伙伴的合作强度得到的模型。 由模型 2 的结果可以看出,企业与科学型

研发伙伴的深度合作互动对企业的突破性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0. 379,P<0. 001)。 从模型 3
的结果可知,企业与价值链研发伙伴的深度合作互动对企业的突破性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 306,P<0. 001)。 此外,本研究将科学型研发伙伴和价值链研发伙伴同时加入模型 4,得出科学型

研发伙伴(β= 0. 312,P<0. 001)和价值链研发伙伴(β = 0. 278,P<0. 001)对企业的突破性创新都有

正向的影响。 综上所述,假设 1 和假设 2 都得到了实证论证。
在模型 4 的基础上再继续加入调节变量正式独占性机制与科学型研发伙伴、价值链研发伙伴

交互项之后得到回归模型 5,结果显示,正式独占性机制对科学型研发伙伴与企业的突破性创新之

间无显著调节关系,表明运用正式独占性机制并不能显著提升增强科学型研发伙伴、价值链研发伙

伴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 假设 H3a,H3b 没有得到支持。
在模型 4 的基础上加入非正式独占性机制与科学型研发伙伴、价值链研发伙伴交互项之后得

到回归模型 6。 模型 6 的结果表明,非正式独占性机制正向调节科学型研发伙伴与企业的突破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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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之间的关系(β= 0. 124,P<0. 001),假设 H4a 得到支持。 此外,非正式独占性机制正向调节价值链

研发伙伴与企业的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β= 0. 225,P<0. 001),假设 H4b 得到支持。
表 4　 企业研发伙伴类型、独占性机制与突破性创新的回归模型

变量
突破性创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企业规模 -0. 181∗ -0. 170∗ -0. 051 -0. 011 0. 012 0. 014 0. 061

企业年限 -0. 061 -0. 051 -0. 041 -0. 042 -0. 121 -0. 112 -0. 101

行业类型 0. 062 0. 041 0. 091 0. 053 0. 081 0. 030 0. 042

研发强度 0. 170∗∗ 0. 121∗∗ 0. 11∗∗ 0. 101∗∗ -0. 081 -0. 114∗ -0. 092

正式独占性机制(FA) 0. 101 0. 112∗∗ 0. 098∗ 0. 090∗ 0. 078 0. 078 0. 092∗

非正式独占性机( IFA) 0. 121 0. 089 0. 102 0. 107∗∗ 0. 082 0. 036 0. 102∗∗

科学型研发伙伴(SCI) 0. 379∗∗∗ 0. 312∗∗∗ 0. 278∗∗∗ 0. 370∗∗∗ 0. 178∗∗∗

价值链研发伙伴(USU) 0. 306∗∗∗ 0. 278∗∗∗ 0. 211∗∗∗ 0. 207∗∗∗ 0. 268∗∗∗

科学型×正式(SCI×FA) 0. 018 0. 013

价值链×正式( IFA×USU) 0. 032 0. 058

科学型×非正( IFA×SCI) 0. 124∗∗∗ 0. 112∗∗

价值链×非正式(USU×IFA) 0. 225∗∗∗ 0. 132∗∗

　 　 注:表中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表示 p ﹤ 0. 001,∗∗表示 p ﹤ 0. 01,∗表示 p ﹤ 0. 05。

五、结论与讨论

尽管很多研究表明企业拥有的研发伙伴数量越多,创新绩效越好[52-53] ,但也有研究表明过度依

赖研发伙伴会对企业产生负面的影响[54] ,因为维系组织间关系的成本要大于研发合作带来的好处。
因此,针对外部研发伙伴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还缺乏统一的研究结论。 目前管理理论上针对“企业如

何借助外部研发伙伴力量促进企业突破式创新”这一研究问题并没有给出一致的答案。 本研究以

中国 241 家制造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探索了企业不同类型的研发伙伴对于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

响,以及正式独占性机制和非正式独占性机制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1)企业与高校、研究院所的

合作互动强度越高,对企业的突破性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强,这说明外部创新源尤其是知识密集型组

织如高校、研究院所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很大,企业与高校、研究院所的合作有助于企业打破

原有的技术路径、开发全新的新兴业务;(2)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的合作互动对突破性创新也有显著

正向影响,这说明企业在寻求技术突破、战略转型时离不开与客户、供应商的高度合作互动;(3)企

业的非正式独占性机制正向调节科学型研发伙伴与企业的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非正式独占性

机制正向调节价值链研发伙伴与企业的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这说明对于突破性创新而言,借助

非正式独占性机制,企业更能从外部合作创新中获益。
 

研究启示主要有:(1)在理论上,本文的结论主要贡献于企业的组织间合作文献,深化了不同类

型的研发伙伴促进突破性创新的观点,同时有利于开放式创新的理论补充。 首先,本研究结合知识

特性、互动模式、创新过程三个维度,将研发伙伴类型进行了分类:科学型研发伙伴和价值链研发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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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 其中科学型研发伙伴主要包括高校、研究院所,价值链型研发伙伴主要包括客户、供应商。 其

次,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相比价值链研发伙伴而言,科学型研发伙伴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

效应。 研究结果呼应了 Belderbos 等[55] 关于研发合作与创新绩效的研究结论,并部分验证了 Nieto
和 Santamaría[45] 、Leiponen 和 Byma[56]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与科学型合作伙伴的合作互动行为有利

于企业的突破性创新。 最后,Alexy 和 Henkel[26] 、Hagedoorn 和 Ridder[25] 、Laursen 和 Salter[27] 的研究

成果表明正式独占性机制有利于提升合作创新的意愿、合作方的谈判力并保护合作双方的创新利

益,但是其研究背景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完善法律制度之下。 本文基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国

的 241 家制造业的实证研究结果则表明,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保护较弱的商业环境当中,企业采取

非正式独占性机制更能强化研发伙伴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研究有利于创新利益理论在

不同研究情境中的拓展。 (2)在实践启示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利于企业重新认识外部研发伙伴

的战略价值,尽管和客户、供应商的深度合作有利于企业现有竞争优势的构建,但和高校、研究院所

的深度合作能够为企业带来全新的技术、创意以及新兴业务,能够进一步促进企业的突破性创新。
此外,本文的研究还为企业充分利用非正式独占性机制提升合作创新绩效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研

究通过实证发现,在企业非正式独占性机制较强的情况下,不同类型的研发伙伴对企业突破性创新

的增强效果能够得到提升;而正式独占性机制对于科学型研发伙伴、价值链研发伙伴与突破性创新

却没有表现出显著调节作用。 因此,企业在与高校、研究院所、客户、供应商合作互动过程中,应该

更注重如技术保密、领先时间、产品复杂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实际的技术知识隐藏手段等非正式

独占性机制的运用[57] ,以期降低知识的无意识泄露风险并提高突破性创新绩效。 研究结论对企业

如何从开放式创新实践中最大化自身创新利益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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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on
 

R&D
 

partner
 

type,
 

appropriability
 

mechanism
 

and
 

radical
 

innovation
YANG

 

Yinjuan,
 

GUO
 

Aifang,
 

ZHANG
 

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P.
 

R.
 

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problem
 

of
 

how
 

to
 

promote
 

rad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aking
 

241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R&D
 

partners
 

on
 

enterprises
 

radical
 

innovation
 

and
 

the
 

moderation
 

role
 

of
 

formal / informal
 

appropriability
 

mechanism.
 

The
 

study
 

finds
 

that 
 

1 
 

the
 

higher
 

the
 

collaboration
 

intensity
 

with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s 
 

the
 

stronger
 

the
 

posi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s
 

radical
 

innovations
 

is 
 

2 
 

Collaboration
 

with
 

users
 

and
 

suppliers
 

also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adical
 

innovation 
 

3  
 

The
 

informal
 

appropriability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R&D
 

collaborative
 

partners
 

and
 

rad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t
 

shows
 

that
 

the
 

extent
 

to
 

which
 

an
 

enterprise
 

benefits
 

from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pends
 

on
 

the
 

type
 

and
 

strength
 

of
 

the
 

innovation
 

appropriability
 

mechanism
 

it
 

ado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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